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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焦虑困境与出路 

史修永，王惠 

(中国矿业大学文学与法政学院，江苏徐州，221116) 

摘要：当下文学理论表现出一种对自身存在的深切焦虑。西方文论的影响而导致的集体“失语” ，文论家们在当 

下学术共同体和现实社会经验的位置得不到主观肯定，是这一焦虑窘境的两个主要方面。当代文论要走出这种困 

境，就应该直面中国文学鲜活的经验与现实问题，坚持多元主义的研究方法论理念，重建文学理论的公共性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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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发展此起彼伏。 

从方法论热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再到日常生活审 

美化与文化研究热，再到晚近文学理论的反思热，文 

学理论研究已有长足进展，形成了多种理论观点，取 

得了丰硕成果。但从另一个层面看，当代文论研究却 

始终暗含着危机和被质疑的声音，诸如研究对象边界 

的模糊、方法的碎片化和研究的有效性等问题。钱中 

文先生在  2012 年中国中外文论第九届年会上的致辞 

中，通过回顾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指出这种危机的 

存在，认为当下文学理论处在焦虑与不安中，似乎一 

切还没有真正开始，似乎一切都要重新再来。 [1] 换言 

之，中国当代文论患上了“焦虑症”或 “经验贫乏症” 。 

本文拟在分析这种焦虑困境如何产生的基础上，指出 

摆脱困境的出路。 

一、 “他者化”的影响而产生的 

“失语”焦虑 

按理说，中国文论的整体形象实际上是我们自己 

对本土文学和文学理论认知的结果，其研究对象、言 

说方式和理论价值应当体现中国的时代品格和民族特 

色。但是，30多年来，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精神分 

析、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符号学、叙事 

学、后殖民理论、国外马克思主义等西方文艺理论思 

潮在中国文论的土壤中生根发芽，成为文学理论研究 

成员共同探讨的话题，即以西方的问题为自己研究的 

问题，把西方的规则奉为自己知识创新的规则。西方 

文论就像“镜像”一样，只有通过它来观看自己，最 

终形成自我的形象。在西方文论的话语空间中，我们 

似乎找到了研究的问题和方法，至于历史语境、文学 

历史发展变迁、逻辑起点等等是否与中国当代文学与 

文论的发展有相似、相通之处，彼此之间有没有对话 

的可能，这些问题则没有很好地考虑到。如果说，我 

们只是研究西方文学理论，研究其发展演变的规律以 

及讨论其热点前沿的问题，类似西方文学界研究中国 

文学一样。但是，当这些理论主宰中国当代文论发展 

的时候，西方文论就像幽灵一样，构成了中国当代文 

论言说方式的阴影。 

美国当代文论家布鲁姆写过《影响的焦虑》一书。 

作者很好地吸收了尼采和弗洛伊德两位非美国本土理 

论家的思想观念，并把他们的理论成功地运用到西方 

传统诗论的否定性研究中，向世人展示了传统影响的 

焦虑以及超脱这种忧虑的方式， 创造了独树一帜的 “逆 

反”式批评理论。布鲁姆给我们的启示是，他者化的 

理论是自我创造新的观念和方法的基点，在否定、抵 

制与接纳、对话中，以现实的文学文本为依据，让异 

域的理论话语在本土理论建构中释放出新的生命力， 

实现理论的创生。笔者以为，这也是西方文论之所以 

不断发展和革新的根本原因，也是西方文学发展的基 

本途径。 

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不断加强，社会文化生活也随 

之发生了深刻变迁，西方各种学术资源在中国不断传 

播，使我们讨论一些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具备了外在的 

可能性，拥有了一个“发轫的环境” ，按说应该成为中 

收稿日期：2013−05−21；修回日期：2013−07−0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焦虑体验的美学研究”(11CZW011) 
作者简介：史修永(1977−)，男，山东新泰人，中国矿业大学文学与法政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文学理论；王惠(1990−)，女，山 

东滨州人，中国矿业大学文学与法政学院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文学批评.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年第 19 卷第 6 期 188 

国文学理论发展和创生的契机。遗憾的是，精神分析、 

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理 

论等学术话语系统，我们在吸收和接纳的过程中走向 

了“滥用”和“泛化”的道路。1996年国内学者提出 

的“失语症”命题，就是对中国当代文论面对西方文 

论话语时发出的“集体无意识式”的责难，这也是中 

国当代文论患上“焦虑恐慌症”的深刻表征。 

中国现当代文坛，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理论，没有 

自己的声音?其最基本原因在于我们根本没有一整套 

自己的文论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 

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 

没有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 。想想吧，怎 

么能指望一个“哑巴”在学术殿堂里高谈阔论！怎么 

能指望一个患了严重学术“失语症”的学术群体在世 

界文坛说出自己的主张，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个没有 

自己学术话语的民族，怎么能在这个世界文论风起云 

涌的时代， 独树一帜，创造自己的有影响的文论体系， 

怎么能在这各种主张和主义之争中争妍斗丽！ [2] 

这番话把整个文论界压抑已久的“焦虑不安”的 

精神窘境集中表达出来， 展现出整个中国当代文论 “焦 

虑恐慌症”的面相。正如蒋寅先生评论道： “其实我感 

觉，近年‘失语症’一词的流行，已表明在这个问题 

上的确集中了学术界的某种焦虑。 ” [3] 周宪先生也分析 

道： “其实是一种文化认同焦虑的表征。这种焦虑自近 

代以来像一个幽灵始终萦绕在文化共同体中。 说穿了， 

这是一种对中国文化“他者化”的忧患意识。 ” [4] “失 

语症”的提出以及对其分析的态度和立场让我们共同 

体悟到：中国当代文论的焦虑症状就是西方他者的影 

响造成的。我们知道，西方现代文论深刻影响了中国 

现当代文论的发展，包括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 

朱光潜和宗白华等老一辈文学理论大家，他们深受西 

方“他者”文化的影响，能融通中西、汇聚古今，创 

造了中国现代文论辉煌的画卷。但是，目前来看，作 

为“强者”的西方文论遮挡和垄断了我们的注意力， 

使我们无法真正观察和表达自己，在很多层面上“模 

仿”和“迁就”西方的文论话语，致使自己完全笼罩 

在西方文论的光芒中，一旦脱离这种光芒，我们就无 

法按照自己的逻辑去推理和求证，进而丧失了自己说 

话的权力和创新的能力。布鲁姆在论述“影响”的负 

面效果时引用王尔德的话说： “影响乃是不折不扣的个 

性转让，是抛弃自我之最珍贵物的一种方式。影响的 

作用会产生失落感，甚至导致事实上的失落。 ” [5](4) 笔 

者以为， “失语症”的表述就能说明这一点。在西方他 

者面前，自我转让了自己表达的个性，对文学和文学 

理论的想象不再是从自己内心发出的真正属于自己的 

想象， 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文论所发出的声音的回音。 

在对待外来文学理论的态度上，我们并没有像布 

鲁姆那样去“误读” ，去阐释与过度阐释，完成对西方 

文学理论话语的转换，在交流与冲撞中提出新的命题 

或理论。 “一些理论话语的引进，往往只维持一种话语 

的简单复制层面。一旦某种话语不再流行，便毫不留 

恋地迅速撤离，转入其他话语的复制工作中。这样一 

种浮在表面的学术话语实践方式，必然导致对话能力 

的丧失、话语转换的失效。 ” [6] 因此，在充分认识到这 

种简单的复制对中国当代文论造成的“精神创伤”之 

时，也是文论自觉之时，失落感和焦虑感自然会从看 

似热闹的场面浮现出来。当再次面对西方文论的“他 

者化”影响时，我们不难觉察西方文论在中国文论面 

前像一个虚假的“镜像” ，像一个虚幻的“父亲形象” ， 

彼此之间充满矛盾。一方面我们把西方文论作为中国 

当代文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参照系，对西方文论流派众 

多、思潮迭起的发展趋势心存敬佩，感叹西方文论对 

西方文学史、文学发展变迁和文学文本的深刻认识； 

另一方面为了保持中国本土文论话语的独立性和自主 

性，对西方文论预先抢占了中国当代文论的建构空间 

而无法超越，表现出更多的担忧、害怕和惊恐。如此 

一来，只要这种局面存在，中国当代文论患上“焦虑 

症”也是必然的，这也是目前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窘 

境。 

二、主体主同危机而产生的身份焦虑 

随着消费文化的到来，视觉文化日益占据社会文 

化的主导地位，视觉愉悦压倒理性的静观，以语言文 

字为媒介进行书写的文学开始逐渐被边缘化。与之呼 

应，经典意义上的文学理论的言说空间变得越来越狭 

窄，无论是在大学课堂，还是在社会文化领域，听众 

越来越少，文论研究也就成为少数专业人士在小圈子 

谈论的话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具有自我高度反思 

性的主体，文学理论研究者自然会意识到如下问题： 

我是谁？我们是谁？我们应该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 

我们所做的关于文学理论知识的阐释和建构能不能在 

彼此的交流和对话中站得住脚，我们所推进的文学理 

论研究是停留在“能指的游戏”的层面上，还是与现 

实的文学、时代紧密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出理论的 

解释能力？当文学理论研究者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中找 

不到确切的答案，或者说自我在学术共同体和现实社 

会经验的位置得不到主观肯定的时候，认同危机及其 

诱发的身份焦虑便由此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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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理论界，文论家大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里扮演着“立法者”的角色，他们“牢牢地控制着趣 

味和艺术判断领域。这里的控制意味着不受任何挑战 

地操纵各种机制，以使不确定性变成确定性，意味着 

做出决定，发表权威评论，隔离，分类，对现实施以 

限制性的规定。换句话说，控制意味着对艺术领域行 

使权力” ， [7](179) 因此，在立法者的维护之下，文学理 

论形成了一套充分体现知识分子良心、社会责任、人 

文精神和审美观念的知识体系。在此基础上，立法者 

之间的立论、辩论和交流才是合法的。重要的是，在 

那样一个充满追求崇高精神的意义世界里，文学理论 

研究者能够确认自己的身份认同。 

根据美国存在主义理论家蒂利希的分析，人的实 

存都是被非存在(空虚、无意义)所包围着，随时可能 

陷入虚无。个体体验到自身被这种非存在所包围并为 

之担忧，这便是焦虑，即意味着对自己认同的存在可 

能会丧失的担忧，或者自己的同一性丧失的恐惧，进 

一步说，一种熟悉自身的感觉，一种从他信赖的人们 

中获得所期待的内在自信的感觉遭受到诋毁和威胁。 

针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者来说，日常生活审美化 

与文化研究的盛行，使得文学理论的学科界限以及研 

究对象不断扩容，研究方法开始向多学科、跨学科的 

方向发展， 研究视角也向多元和建构主义的方向发展， 

这样一来，文学理论所预设的对文学经典的阐释、文 

学永恒价值和普遍审美法则的建构被充斥着物欲与粗 

俗气息的大众文化包围，而大众文化培育的实利主义 

又让高高在上的文学理论的精英主义难以适应， 同时， 

过去以哲学和美学为主导的文学研究方法被多学科和 

跨学科的方法所取代，文学的本质主义和统摄性思维 

被许多文学理论研究者指责为“一种僵化、封闭、独 

断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生产方式” ， [8](3) 诸如此类观念和 

方法论上的轮番冲撞，让大多数人对自己认同的存在 

感到担忧，一种熟悉自身的感觉开始消逝。即使那些 

主张解构主义的文学理论工作者，虽然他们抵制文学 

的本质主义特质，把解构和建构作为文学理论的知识 

生产方式，强调地方性建构和知识社会学的反思，但 

是围绕知识建构引发的一些问题：建构什么？如何建 

构？建构的价值标准是什么？知识建构在什么条件下 

成为可能？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不确定的，悬而未解 

的。空虚和无意义的焦虑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伴随着 

文论的研究成为一种当下知识分子的精神体验。借用 

蒂利希的话说： “人的存在包括他与意义的联系。只有 

根据意义和价值来对实在(包括人的世界和人本身)加 

以理解和改造，人才成为其人。 ” [9](46) 面对文学理论知 

识体系的快速转换和现实世界的工具理性的价值诉 

求，文学理论研究者对于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容易产生 

一种丧失意义之源的焦虑。换句话说，建立在共同体 

基础之上的意义世界已经倒坍，相对主义、价值虚无 

主义开始盛行，固定与安身立命的价值准则丧失，面 

前永远飘荡的是一些固定的“非存在”和“虚无”的 

东西，再加上学术道德的滑坡，无意义、无根基、无 

方向感和漂泊感成为当代学人的精神状态，认同的焦 

虑将是许多有学术良知的知识分子精神上的“慢性 

病” ，即他们对自己身份的不安和担忧。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工作者而言，那种满怀雄 

心壮志去做“立法者”和重新建立“立法者”权威的 

认同是一种不太现实的想法。笔者以为，在一个到处 

浮现“合法性危机”的时代，我们只有在一种流动性、 

不稳定和矛盾的状态中，去思考和塑造自身身份的认 

同，这也是面对五花八门的文化现实所做出的一种正 

常和健康的反应。如法国当代思想家阿加辛斯基在评 

价现代文化时所说： “今天， 如果承认世界是不稳定的， 

其中包括货币本身也是不稳定的，那么，认为存在着 

超越时间、永恒的模型的观点，在我们眼里就会显得 

有些荒谬。 ” [10](28) 用一种普适性思维、一劳永逸的观 

念去关照和审视文化现实反而有些“不正常” ，甚至有 

些“病态” 。海德格尔说， “只有面对虚无，才会想到 

存在” ，所以，面对流动、不确定和可能性的虚无状态 

以及由此产生的焦虑不安的心境，文学理论工作者更 

像一个“摆渡者” ，摆渡于历史与未来、历史与现实、 

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中国与西方、中心与边 

缘、地方性与总体性之间，在摆渡和动荡中经营和体 

验对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认识。 她认为， “现代意识是 ‘摆 

渡’和‘过客’的意识。今后我们要这样去思维：一 

切都‘到达”和“经过” 。没有任何固定的因素，赋予 

事物扎根现在并抵制时间所必须的东西” ， “‘摆渡’ 是 

一种运动和短暂的体验，一种起伏变动和必然消失的 

体验，那么它应该有很多面孔； 现代不仅抛弃了永恒， 

也抛弃了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单一形式” ， [10](10−11) 对于 

文学理论工作者来说，做一个理论的“摆渡者” ，脱离 

了“立法者”的永恒性和权威性，同时把自己抛入一 

个非存在(哲学讲存在与永恒等同起来)中，用变动不 

居的方式来体验这个世界，在丧失了一切意义的语境 

中思考世界，从这一点来看， “摆渡者”与“阐释者” 

区别开来。如此这般，回过头来看看，文论家的身份 

演变经历了“立法者”到其身份地位的“倒塌” ，再到 

“阐释者”的兴起及其地位的确立，再到当下“摆渡 

者“形象的浮现，由此，我们可以断定，文论家应该 

在变动和摇摆中确立和寻找自己的身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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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焦虑困境的出路 

从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发展来看，从本质主义、 

历史主义到解构主义，再到文化研究，文学理论研究 

大都围绕原典或制造一些抽象概念以及对概念的不同 

理解和演绎展开讨论，并且这些概念和理论观点的讨 

论大都是建立在西方经验的基础上，日益悖离中国鲜 

活的文学经验和现实。换句话说，当代文论离我们的 

现实经验越来越远，即使我们试图为自己建构一个如 

何多元开放的文论形象，也无法掩饰实际上的精神空 

洞和“经验贫乏” ，因为，中国当代文论尚未从根本上 

形成属于自己的言说方式，既与历史经验相隔阂，又 

缺乏现实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医治好中国文论的 

这一“经验贫乏症” ，是中国文论摆脱“影响的焦虑” 

和确立“本体安全感”的关键所在。 

首先，文学理论应该直面中国文学鲜活的经验与 

现实问题。 这些现实问题有本土的文化背景作为支撑， 

其建立在中国本土文学经验基础上的学术命题有真实 

性和现实关怀性。正如有学者所言： “如果我们不能面 

对当下的文学现实，也就失去了理论的有效性，意义 

不大。我们当下所面对的文学花样翻新，目不暇接， 

丰富多彩，我们的文学理论应该面对这一现实，应该 

花费更多的精力去关心和阐发这一现实。 ” [11] 的确，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丰富多彩，文学现象层出不穷。 

比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先锋文学、网络文学、 

超文本写作、口语诗写作、微小说、生态文学、底层 

文学、图文叙事体等等，这些鲜活的文学形式体现了 

中国文学现实和经验的复杂性、特殊性、多元性和异 

变性，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的概念和术语去归纳 

和阐释中国文学的经验和现实问题，否则可能就是隔 

靴搔痒，这就要求文学理论必须从中国的文学实情出 

发，跳出单纯地追求文学理论自身的完美性和自洽性 

的冲动或设想，从中国文学的经验中产生本土性和原 

创性的理论。比如，晚近在文学理论界出现的文学与 

图像的关系问题日益成为新世纪的“新学问” 。文学与 

图像关系问题直面文学遭遇到了“图像时代”而带来 

的 “文学危机” ， 以及此危机背后整个人类所面临的 “符 

号危机” ， 这一现实经验把一个鲜活的、有意义的问题 

推至学术前沿，这一研究有清醒的本土意识，不“停 

留在文化研究层面反复‘打滑’” ，不过分“迷恋西方 

现代西学”而感到“影响的焦虑” ，而是“注重中国传 

统和本土资源，更强调历史纵深感和实证精神，更关 

注个案分析和小中见大” 。 [12] 像类似这样的研究，超 

越了以往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各持一端的做法，从 

历史命题和现实课题的立场上生发文学研究的理路， 

为走出文学理论研究困境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解决 

方案。

其次，倡导多元主义的方法论理念。文学是多元 

复杂的，由于主观价值判断的不同，以及种种价值判 

断随着不同历史发展而不断变化，因此，文学始终从 

整体上呈现出非稳定的特质，那么设想用单一的或者 

统一性的研究方法来解决文学的相关问题，这是不现 

实的。在这个意义上，强调研究方法的多元性、差异 

性以及合法性，不是只承认一种方法或一种价值的合 

法性，而是在平等、民主和协商的语境中，坚持自身 

的差异与尊重他人方法的不同，达到最终肯定不同研 

究方法及其价值的合理性的目的。但是，在坚持多元 

主义方法论的合法性之下，我们还必须关注一些容易 

被忽视的相关问题。正如伊格尔顿所认为的那样，我 

们应该庆幸各种批评方法的多元性，采取一种宽容的 

普世主义姿态，并为我们能够摆脱任何单一方法的专 

制而欢呼鼓舞。然而，且慢兴奋过度。这里依然存在 

着某些问题。其一，这些方法并非都能并行不悖。其 

二，这些方法中有些几乎就不是什么方法。 [13](199) 我们 

应注意到，一方面尊重文学研究方法的多元性和差异 

性，从某种意义上为研究者奠定自身进行文学理论知 

识生产和建构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多元主义研究方 

法存在的基础是差异，但问题是，一些方法是不是切 

实可行，是不是并行不悖，能不能符合当前文学理论 

研究路径，这是必须引起我们警惕的问题，更为重要 

的是，如果多元性和差异性被不适当地无限夸大，以 

致走向一种工具性的技术形态，或者仅是一种研究的 

意识形态，就有可能走向研究价值的混乱和无序，必 

然导致不同方法之间的冲突和对立，因此，多元主义 

方法论观念需要建立在文学研究方法发展规律的基础 

上，贴近文学理论和文学发展的现实，超越不同方法 

各执一端的做法，在彼此互补协商的情形下，推进文 

学研究的不断发展。 

最后，重建文学理论的公共性品格。按照伊格尔 

顿的理解， “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乃是我们时代的政治 

和意识形态的历史的一部分” ， “是由以观察我们时代 

的历史的一个特殊角度” ， “纯文学理论只是一种学术 

神话” ， [13](196)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理论与时代的政 

治、意识形态、文化现实等有着特定而密切的关系， 

因此，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不应该直接为大众的物质 

消费服务，为大众获得审美快感而辩护，也不应该脱 

离作家、现实文本只是作为文学批评理论不断演绎的 

工具而变得越来越深奥。笔者认为，文学理论承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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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社会传播公共文学经验，以及以文学经验为基础向 

公众传达对社会现实的批评和反思的职能，表达一种 

公共性的主体性话语。比如进入新时期以来，在拨乱 

返正、思想解放的时代语境下，文学理论摆脱了依附 

于极左“政治”的地位，逐渐确立自主性的地位，表 

现出对个体与社会的本质关系、权力和生命的关系、 

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下社会人的主体性等问题的反思和 

批判。渗透着文学理论工作者对知识、真理、生命存 

在、自由、社会正义、良心和个体价值的深刻思考。 

虽然这些体现终极关怀的思考未必直接能够指导公众 

的生活，但是这些具有深度的思想观念能够影响社会 

公众对文学价值和人文精神的感知和评价。而当下的 

事实是，视觉文化的崛起和消费主义的盛行，使得人 

们的生活转向对个人物质幸福的追逐，而对社会公共 

领域的批判性反思能力显得相对匮乏。与之相应，文 

学创作与文学理论呈现出公共精神素养“缺失”或者 

“消失”的景象，当下文学书写时尚、娱乐、休闲、 

惊悚、玄幻的世界远远多于对人性、道德和民族精神 

世界的沉思，而文学理论知识的价值取向也不再面对 

社会现实而获得自己的公共性品格。更为值得思考的 

是，文论成果也成为文学理论学科建设、高校研究者 

职称评价体制中的硬性材料，或者成为物质消费和文 

化消费以及专业化道路上知识生产链条上的 “零部件” 

和“副产品” ，这种过度“专业化”和“专家化”的走 

向，必将使得研究者陷入身份认同的焦虑和知识生产 

的合法性危机，而不敢“独立关注”公众文学经验和 

重大的公共领域事务。 虽然上个世纪 80年代的社会语 

境和文化氛围不可能重现，但是作为一种精神沉淀， 

公共性品格应该是当下文化实践和理论思考的基点， 

所以，面对消费意识形态的 “吞噬”和学术体制的“规 

训” ，文学理论工作者应该设法避免退缩和彻底的整 

合，重建文学理论知识拥有的批判和反思的公共性品 

格，发挥其在中国当下文学现实和社会公共领域中的 

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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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nd identity crisis: 
the predicament and outlet of contemporary China literary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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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sent  literary  theory  demonstrates  a  deep  anxiety  of  beinginitself  .The  root  cause  of  anxie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literary theory is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Literary theorists can not get subjective 
affirmation  in  the  position  of current academic  community  and  the  real  social  experience .In  the  face  of nihility and 
meaningless, they inevitably reveal the anxiety of the identity. Through    analysis of ‘anxiety,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should face living experienc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ractical problems directly, adhere to 
the idea  of  research methods  of  pluralism, and rebuild  the public character  of  literary  theory. Only  in  this way  can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get out of this developing predica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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